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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激发了我国与沿线各国对语言需求的急剧增长,凸显了边疆地区市场对“非通用语”外语

人才需求与国家语言人才储备短缺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 文章基

于语言教育规划理论,聚焦具有“非通用语”外语属性的我国本土跨境语言,探讨边疆跨境语言教育规划的内涵意蕴与实

践路径,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参考。 研究认为,需形成家庭域隐性语言规划与学校域显性语言规划有效互补的联动机制:

从塑造少数民族家庭的语言信仰入手,维护家庭域跨境语言代际传承;从调整边疆学校语言教育政策、设计跨境语言相关

教育方案入手,构建学校域跨境语言教育体系。 该规划旨在为我国“非通用语”外语人才的区域性培养开辟新途径,助力

边疆地区多语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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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凸显了我国与沿线国家交往中对语言的需求。 市场对边疆地区兼通汉语及周

边“非通用语”外语人才的需求,与国家当前语言人才储备短缺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周边

国家的国语、官方语言等非通用语种中,部分属于我国边疆本土民族语言,如俄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

(境外称为乌兹别克语)、朝鲜语等,也是跨境语言。 跨境语言是境内外同一民族的本民族语言,具有高相似

度与互懂度,“与外语多有交叉和融汇之处”(文秋芳
 

等,2018:191),在助力国际交流、服务经济发展和维护

国家安全等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赵世举,2016:1)。 然而,目前由于对跨境语言资源及人才教育缺乏合理

规划,跨境语言服务国家战略的作用尚未显现。 在上述越来越广泛的语言需求驱动下,边疆地区跨境语言

教育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本文借鉴语言教育规划理论,探讨边疆跨境语言教育规划的内涵意蕴与实践路

径,旨在为我国“非通用语”外语人才的区域性培养开辟新途径,助力边疆地区多语能力建设。

1　 跨境语言教育规划

1. 1
 

语言教育规划

语言教育规划亦称语言习得规划,是为促进某种语言能力的发展所付出的有组织的努力(Cooper,1989:
157),具有动态性、前瞻性和层次性。 狭义的语言教育规划以政府部门、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各级组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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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通过正规外在的教学系统来完成。 广义的语言教育规划包含非正规的、内在的语言学习计划,如言语

社区和家庭环境中的语言习得。 语言规划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前者主要见于明文规定的语言政策,后者则

体现在语言实践层面(Schiffman,1996:2)。 同理,语言教育规划亦分显性规划与隐性规划。
当今,“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赵世举,2015:1)。 当语言被赋予战略价

值、语言问题进入国家战略视域时,语言教育规划便具备了战略意义。 在新时代“共同体”构建这一大背景

下,边疆跨境语言教育规划自然当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
1. 2

 

跨境语言教育规划的内涵

跨境语言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存在(张四红
 

等,2021:97)。 跨境语言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由我国学者

马学良等(1983)首创,但学界对其名称和界定意见并不一致,如国内外学者还将其称为“跨国语言”(戴庆厦
 

等,2009:24)或“多中心语言”(Muhr,2016:1)。 随着跨境语言本体研究的深入,其概念内涵不断扩大。 根据

跨境两国在地理位置上是否接壤,跨境语言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本文在戴庆厦(2016)定义的基础上,采
纳狭义的跨境语言观,即其所属国家在地理位置上接壤、部分接壤或者邻近,因国界因素分布在不同国家

中,或由拥有不同国籍的同一民族的居民所使用的、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
根据上述关于语言教育规划的定义,本文所谓跨境语言教育规划指的是,政府部门、教育机构、社区家

庭等为促进个体和群体跨境语言能力的发展,在我国境内所实施的显性和隐性语言教育规划:前者主要指

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制定的相关教育政策、实施的系列教育活动等;后者主要指社区或家庭根据语言实践

和语言信仰而做出的简单的语言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本土型”向“国际型”国家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李宇明,2010:3),“一带一路”的深

入推进使得边疆语言教育面临着更为重要的历史担当。 边疆跨境语言教育规划的目标是,培养中国周边复

语复合型人才,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 为实现上述目标,规划的实现路径应兼顾隐性和显性两个维度,发
挥不同层次规划主体的能动性,利用、开发跨境语言资源的功能价值。 其中,隐性规划主要体现为家庭域跨

境语言的代际传承,与家庭的语言信仰密切相关;显性规划则为学校域跨境语言教育体系的构建,涉及语言

教育政策的调整及语言教育方案的设计,如图 1 所示。

图 1　 边疆地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实践路径

2　 隐性规划:家庭域跨境语言的代际传承

跨境语言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为跨境语言家庭习得,只关涉基于语言实践或语言信仰的语言选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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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没有显性的、成文的语言规章制度,故称为隐性的语言规划。 作为语言教育规划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它
是配合和支持学校教育规划的重要形式,发挥着后者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1 跨境语言家庭代际传承的重要性

 

家庭域是许多语言规划①活动的关键点和最终点(斯波斯基,2016:29)。 在语言教育中,边疆少数民族

家庭的家长为延续本民族语言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表现为跨境语言代际传承,是家庭域的语言选择。

跨境语言保持活力的最佳方式是家庭成员之间不间断的言语交流,这与学校的语言教育模式完

全不同。 当前,已有田野调查结果显示,部分跨境语言的代际传承存在相当程度的危机:如阿昌语、乌
孜别克语等在年轻一代的代际传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裂(黄行,2013:73;孙宏开,2006:9) 。 传承性

是语言的根本特性之一,语言的生命力是通过其使用群体代代相传而得以延续的。 Fishman(1991:87-

109)关于语言的“代际传承分级量表” ( GIDS)特别强调,家庭中语言的自然代际传承具有重要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命运。 虽然官方对一种语言的支持对语言保持起着关键作用,

但自上而下的政策不能弥补自下而上支持的缺失。 濒危语言之所以成为濒危语言,是因为缺乏非正

式的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和日常生活的支撑( Fishman,1996:187) 。 关于这一点,著名的希伯来语复活

的成功和爱尔兰语复活的失败便是两个典型例证。

2. 2
 

边疆少数民族家庭语言信仰的改善

推进跨境少数民族语言的代际传承,需要从塑造或改变家庭的语言信仰入手。 根据语言生态学理

论,影响民族语言在家庭中使用和传承的因素主要来自家庭的语言环境。 其中,家长的语言信仰至关重

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内部的语言选择。 斯波斯基(2016:24)也曾论证,“影响家庭语言选择的因

素有家庭内外的社会语言生态状况②及父母对最佳语言学习策略的语言信仰”。 语言信仰是语言政策的

三要素之一,指的是人们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信念(斯波斯基,2011:7),是语言行动的先导。 因此,
有必要改善边疆少数民族家庭中家长的语言信仰,包括对跨境语言地位、功能及前途的认知,以及对民族

语言的情感及多语言使用的意向③。

2. 2. 1
 

认知层面:增强理性民族语意识

从认知层面上来讲,边疆少数民族应认识到其民族语言因跨境互通特色而具备跟外语相同的国际交

际工具价值和经济价值,增强理性民族语意识。 跨境语言突破了国界,满足了跨国而居的同一民族之间

的交际需求。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边疆市场对周边国家“非通用语”外语人才需求的增长,使得

跨境语言的国际交际工具价值得以凸显。 因此,跨境语言不应仍笼统地被作为少数民族语言来对待。 边

疆少数民族“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跨境语言优势来推动边疆经贸发展,而且还可开发跨境语言产品、语言服

务和特色文化产品,发展语言经济” (赵世举,2016:8)。 积极开发跨境语言资源在经济活动和语言产业

中的功能价值,为跨境语言的知识化创造条件,可对家庭中家长的语言选择产生影响,强化其作为规划主

体的语言资源意识,促进跨境语言在家庭域的语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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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斯波斯基在 Language
 

Management(2009)(中文版本为《语言管理》,201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使用的是“ language
 

management”
(语言管理),而非“language

 

planning”(语言规划),因为他认为后者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术语,前者指的是某些拥有或者声称拥

有特权的人或团体旨在改变语言域中人们的语言实践或语言信仰所付出的显性努力。 在正文表述中,家庭域中的语言管理者是父母。
本文认为,在作者原文的表达中,语言管理与本文中的语言规划并无二义,因此使用“语言规划”这一表达。

 

家庭内外的社会语言生态状况涉及因素较多,较为复杂,故本文暂不探讨。

 

本文认为语言信仰与语言态度在所指上有某种程度的重合,故借鉴语言态度的三种构成要素即认知、情感和意向,探讨边疆少数民族

家庭的语言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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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情感层面:提升感性民族语意识

从情感层面上来讲,边疆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应树立其本民族的语言价值观,提
升感性民族语意识。 民族语是先民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一方面,传承本民族的语言,提升其语言活力

和语言韧力,是现代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公民的社会责任和民族担当。 另一方面,跨境语言承载着多元文

化,凝聚着特定族群,在发挥跨国沟通交流功能的基础上,还能够发挥族群情感维系优势,促进我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提升境外民族对我国的国家形象认同,这是非跨境语言所不具备的作用。
2. 2. 3

 

意向层面:塑造多语价值意识

从意向层面上来讲,鼓励处于多语言语社区的边疆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家庭域的其他语言,助其塑

造多语价值意识。 例如,少数民族地区通常有较多的族际通婚现象。 如果不同民族的父母均能够流利地

使用本民族语言,并在家庭中对子女同时使用不同的语言,就会给下一代创造一种天然的多语环境。 而

且,有些不同民族的语言因同系同族,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彼此相似度较高,可以实现互相交流。 如同属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哈萨克语与吉尔吉斯语(境内称为柯尔克孜语)之间、维吾尔语与乌兹别克语(境

内称为乌孜别克语)之间的互懂度就较高。 多语家庭发挥语言的代际传承优势,未雨绸缪培养后代的多

语能力,对于其未来发展将发挥事半功倍的效用。

3　 显性规划:学校域跨境语言教育体系的构建

学校域跨境语言教育是语言教育规划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 面对语言能力多样性的需求,国家语

言教育体系的设计,从宏观层面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完善到微观层面语言教育内容及方式方法

的改进和创新,“都应该建立在对语言能力多样性的充分认识和兼顾的基础上,最终体现为突出核心和重

点、兼顾局部需求的多样化的语言教育体系”(刘丹青,2015:10)。
3. 1 宏观层面:跨境地区语言教育政策的调整

  

3. 1. 1
 

制定跨境语言教育政策的必要性

虽然我国的跨境语言现象存在已久,但国家和地方的外语教育规划对其却鲜有触及,跨境语言教育

在我国区域性语言教育政策中并没有其应有的位置。 而随着中国周边国际关系的发展,跨境语言的社会

功能相较于边疆一般少数民族语言而言更加凸显,需要正视其作为具有外语属性的本土语言资源的价

值,并在语言教育政策中赋予其一定的地位。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
(2015),边疆地区可以依据法律,结合实际,制定民族教育法规,从而为关键跨境语言学校教育相关政策

的制定提供参考。
3. 1. 2

 

优化外语教育政策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在规模化培养外语(尤其是英语)人才、促进国家外语教育事业

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前外语教育政策与国家多元化语言需求之间的矛盾已日渐突出。
一方面,现有政策无法满足边疆地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区域性“非通用语”外语人才的需求。

例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过程中,面对我国与中亚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复杂棘手

的问题,西北地区迫切需要大量熟练掌握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俄语等周边国家语言,同时

又具有相关国别知识的复语复合型人才。 然而,全球化所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英语浪潮,使得英语学习

和英语教育已成为众多国家语言规划的动力之一(斯波斯基,2011:247)。 这种动力对我国语言规划和语

言政策的影响表现在,英语也已成为我国语言教育政策的自然目标,并因从小学到大学的一贯制英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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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而在教育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例如,在我国西北各省及自治区,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的外语教育与

其他省份并无二致,大都局限于英语这个单一语种;高校普遍开设英语专业,少部分院校开设俄语专业,
除个别高校设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专业外,尚未开设与周边中亚国家相关的其他语种,如乌兹别克语、
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等。 边疆市场对“非通用语”外语人才的需求,与西北地区教育体系中的语种设置

和当前语言人才供给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 因此,关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完善和民族多语地区区域性

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近十年来学界发声不断(胡文仲,2001 / 2009;李丽生,2011)。
另一方面,政策与边疆地区语言资源的天然配置之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脱节。 为满足市场对前述非

通用语种人才的需求,近五六年来,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陆续增加了与中亚各国国语

相关的专业或课程,并已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中开始招生。 但是,在内地开设中亚国家非通用语种存

在因就业面窄导致的招生不理想及培养成本高的问题(邢欣
 

等,2016:7)。 而且,当前中亚各国国语进入

我国规模化高等教育实施阶段的语种相对较少,招生人数也很少,四年一次的招生制度使其比传统外语

教育模式下人才培养的周期更长。 “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关于高校外语专业招生情况的统计

显示,2010—2013 年已招生的 20 个“一带一路”小语种中,11 个语种的在读学生数不足 100 人;波斯语、
土耳其语和斯瓦希里语三个语种仅 50-100 人,其余八个语种均不足 50 人。 因此,在我国重点规划区域

培养和储备通晓周边国家“非通用语”外语人才,已成为当前边疆语言教育的重要任务。
3. 1. 3

 

区域性政策制定与优化的方略

上述种种情况对区域性语言教育政策的调整提出了迫切要求。 为“实现外语教育的多样化、差异化、
个性化和生态化”(张蔚磊,2014:95),保证我国外语教育的优态发展,边疆外语教育政策的调整方向应

与本地的关键跨境语言①资源实现良性对接。 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可结合我国各关键跨境语言分布的地缘特点,在边境地区或创建高水平外语高等院校,或集中

并吸引优势资源对部分高校的外语专业进行重新配置,就地取材、就近培养复语复合型人才。 例如,可在

外语语种的设置上倾向于周边国家的语言,“采用邻国语种‘优先’选择原则” (原一川
 

等,2013:23),因
地制宜地发展周边国家“非通用语”外语教育,以满足直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疆地区对上述关键

语种教育资源和人才的广泛需求。
第二,根据边疆地区对“非通用语”外语的不同需求调整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将部分关键跨境

语言作为重点选择语种纳入边疆不同地区的中小学外语教育中。 2018 年初,教育部所颁发的新版高中

课程标准规定,在英语、日语、俄语的基础上,高中课程可增加德语、法语、西班牙等语种,并将课程类别调

整为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选修课程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修习,可以学而不考或者学而备

考。 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扩充国内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语种是大势所趋,如可通过外语改革将不同关

键跨境语言设置为边疆各地区中考和高考外语考试的可选科目;采取配套措施鼓励边疆少数民族学生选

择民族语作为外语,也可同时选择民族语和英语为双修外语,择其一为主修外语参加考试;对懂三语的学

生给予特殊政策关照等。 正如斯波斯基(2011:25)所言,其他语言域通过改变和赋予某语言的价值还可

影响家庭域的语言规划。 因此,上述政策可助力改变边疆少数民族的家庭语言信仰,促进家庭域跨境语

言代际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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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键跨境语言特指国内学习者较少,需国家优先支持且具一定语言活力、语言韧力和战略意义的语种。 还可进一步对关键跨境语言

进行需求和现状分析,从国家层面规划特关键语种、关键语种、次关键语种、迫切语种、濒危语种等。 在语言教育规划领域,下文仅以

关键跨境语言为例阐述学校域语言教育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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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微观层面:关键跨境语言相关教育方案的设计

微观层面关键跨境语言教育方案的设计也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来进行。 依据卡普兰等( Kaplan
 

et
 

al. ,2003:202),语言教育规划的具体内容包括语言确立、教学对象、教学师资、课程建设、教材教法、资金

投入、社区参与、测试评估等。 本文将上述各类内容要素整合为课程、师资和评估三大体系。
3. 2. 1 课程体系①

跨境语言课程体系包括教学对象、课程建设和教材教法,是教学活动中的内容要素。 语言人才培养

周期长、投入大,应顺应语言教育规律,将服务国家战略的关键跨境语言作为学校课程(民族语文或专业

科目)来规划边疆地区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条龙”纵贯式课程教育体系。
一方面,关键跨境语言课程在中小学阶段主要考虑与现行双语教育实践实现最大程度的衔接,培养

学生基本的语言沟通技能和语言文化素养。 中小学阶段的关键跨境语言课程教育,既要体现出跨境语言

“对自身生存发展的工具性价值,又应该强调该语言学习过程转化为个体的语言认知、情感、文化和行为

选择全面发展的人文价值的追求过程”(覃明,2015:132)。 例如,可在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基础上,合
理开设关键跨境语言文化相关校本课程,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 此外,为相应的课程配置

适用性强、专门的民汉双语教材也是课程体系建设不可忽视的一环。
另一方面,关键跨境语言课程在大学阶段主要以实施“学科专业+跨境语言”和“已有语言专业+跨境

语言”②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主,培养“民族语+国家通用语+外语”三语全面发展的“多语人”,探索复语复

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相关条文的规定,在国际组织中任职一般需要至少通晓两种外语,而目前在国

际组织中任职的中国公民的数量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完全不相称(胡文仲,2011:132)。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

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不可否认,掌握多语能够提升个人在国际领域的发展力和影响力。 在我国,多语人

才培养一直是一个短板。 究其原因,受语言习得规律的制约,外语学习的效果一般会随着学习者年龄的

增长而降低。 但更应反思的是,我国在培养多语人才方面缺乏合理规划。 多种少数民族同校学习是我国

边疆地区教育生态的重要特色,已形成了“少数民族三语” (民族语+国家通用语+外语)的事实标准(李

宇明,2011:6)。 “如果把‘汉族双言双语’和‘少数民族三语’这种教育实践上升为国家标准,国家的语言

能力就有了基本保证”(李宇明,2011:6),也将助力边疆地区的多语能力建设。
3. 2. 2

 

师资体系

关键跨境语言的师资体系主要包括教学师资和资金投入。 师资力量是学校教育能够顺利进行的主

导因素之一,也是教学主体;资金投入则是学校教育能够开展的外部保障条件。
首先,要提高跨境语言教育的师资水平,包括中小学阶段双语教育教师的双语能力和素养,以及大学

阶段师资的配备。 其中,尤以中小学阶段跨境语言师资水平的建设为重点。 麦凯等(1989:141)认为:
“一般来讲,双语教育系统中的教师不仅需要有专业教学的知识与技能,还必须对他们用来教学的那种语

言具有很高的熟练程度,并能熟练地以另一种语言进行交际。”同时,保持高水准的本民族母语素质也是

双语教师培养和培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因此,当前对少数民族年轻一代本民族语言能力和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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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般而言,跨境语言学习大致可分为先天习得和后天学习。 前者使得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具有后天学习者(将跨境语言作为外语

学习)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也使得他们更易在后天系统化的语言教育中成长为国家所需要的复语复合型人才。 因此,本文所论及的跨

境语言课程体系主要针对以下教学对象:在双语或多语言语社区环境下具有一定跨境语言习得基础的边疆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年

轻一代。

 

2003 年以来,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俄语-中亚语系为俄语专业学生陆续开设了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和土库曼语课程,
均采用“俄语+”的教学模式,深受学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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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也是为未来双语教师师资储备坚实的后备力量。
其次,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于关键跨境语言教育财力、物力和人力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必不可

少。 例如,美国实施的“关键语言教育”战略都是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来实施的,“澳大利亚亚洲语言教

育基金”项目也是由政府拨出专款予以支持。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利益特需语言类人才的储备。
3. 2. 3

 

评估原则

关键跨境语言一旦以正式的身份进入学校教育系统,就需要为学习者建立相应的语言能力评估标

准。 有无评估政策和标准,直接关系到对一项语言规划成败的衡量( Kaplan
 

et
 

al. ,2003:220)。 因此,设
立相应的评估标准是关键跨境语言教育方案设计的必要内容,用以衡量少数民族掌握本民族语言的实际

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评估标准与教育规划内容的具体目标密切相关。
当前,部分边疆少数民族的母语能力缺乏相应的评估指标。 我国现行语言能力标准化测试除了包括

作为第二语言的外语和汉语能力考试(黄行,2013:76),也关注到了部分少数民族语言。 例如,面向少数

民族母语能力水平的标准化测试、认证活动、考试项目等已开始设计并在逐步推进当中,包括广西壮族自

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实施的壮语文水平考试(VSSG)、中华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北方七

小民族语言的母语能力测试”(包括达斡尔语、锡伯语、撒拉语、保安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俄罗斯语)
等(黄行,2013:76)。 但是,在评价标准设计上有待细化并扩大跨境语言的语种覆盖范围。 为评估跨境语

言课堂教学的质量,需要设定学生不同学段、不同培养类型的跨境语言技能水平目标和语言文化认知目

标。 这些目标可再分解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层级指标,用以支撑关键跨境语言教育评估原则的确立。

4　 结语

对于边疆跨境语言教育规划而言,家庭习得和学校教育两个维度的规划一隐一显,各有侧重,可形成

有效互补的联动机制。 可是,规划毕竟属于一种前瞻性的设计活动,在主体构想落地的过程中要依据现

实情况予以及时评估和适时调整,以不断提升规划效度(吴赟,2019:77)。 该规划可助力培养和储备“一

带一路”建设所需的我国周边“非通用语”外语人才,其相关研究可提升中国本土语言学研究、推动中国

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张四红,2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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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Languages’
 

Education
 

Planning
 

Based
 

on
 

Language
 

Needs
 

in
 

China’s
 

Border
 

Areas:
 

Implication
 

and
 

Path
YAN

 

Li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stimulated
 

the
 

rapid
 

growth
 

of
 

language
 

needs
 

in
 

China
 

and
 

thos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ighlight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need
 

for
 

persons
 

good
 

at
 

non-common
 

foreign
 

languages
 

in
 

border
 

areas
 

and
 

the
 

shortage
 

of
 

specific
 

language
 

personnel
 

in
 

China.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has
 

become
 

more
 

urgent
 

for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anguage
 

education
 

planning,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local
 

cross-border
 

languages
 

that
 

are
 

somewhat
 

like
 

non-comm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e
 

path
 

of
 

cross-border
 

languages’
 

education
 

planning
 

in
 

border
 

are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
 

It
 

proposes
 

that
 

the
 

implicit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family
 

domain
 

and
 

the
 

explicit
 

one
 

in
 

the
 

school
 

domain
 

should
 

be
 

developed
 

jointly.
 

On
 

the
 

one
 

hand,
 

the
 

language
 

belief
 

of
 

some
 

ethnic
 

families
 

should
 

be
 

shaped
 

to
 

mainta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cross-
border

 

languages
 

in
 

the
 

family
 

domai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choo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in
 

border
 

areas
 

should
 

be
 

adjusted
 

and
 

some
 

cross-border
 

languages
 

related
 

education
 

programs
 

be
 

formulated,
 

to
 

construct
 

the
 

cross-border
 

languages’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school
 

domain.
 

The
 

planning
 

aims
 

to
 

explore
 

some
 

new
 

ways
 

for
 

the
 

regional
 

cultivation
 

of
 

non-common
 

foreign
 

languages
 

personnel
 

in
 

China,
 

and
 

to
 

help
 

build
 

multilingual
 

capacity
 

of
 

border
 

areas
 

in
 

China
 

as
 

well.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border
 

areas;
 

cross-border
 

languages;
 

cross-border
 

languages’
 

education
 

planning;
 

multilingual
 

capacity
 

building

责任编校:蒋勇军

·011·


